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中 州 学 刊 Ｆｅｂ．，２０２１
第 ２ 期（总第 ２９０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２

【文学与艺术研究】

执 着 的 城 乡 两 地 书
———论李佩甫笔下的“乡下人进城”叙事

叶　 君

摘　 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发展史上，“乡下人进城”早已成为一个较为恒定的叙事母题。 某种意义上，描写乡

下人进城的作品，所观照的虽是乡下人在城里的生活，实质上却是当代乡村叙事的自然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李佩

甫众多“乡下人进城”叙事文本基本共享着一种“城乡两地书”的结构模式。 这种惯常使用的有意味的形式，传达

出这一书写模式背后作家个人的意识形态动机。 这一特点在长篇小说《城的灯》《生命册》里表现得尤为典型，折
射出李佩甫在对城市、乡村进行书写的过程中价值与情感取向上的执着以及关于现代性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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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城 ／乡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以及悠久的农

耕文明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发展史上，“乡
下人进城”早已成为一个较为恒定的叙事母题。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城市

化进程的加剧，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进城谋生，几乎

成了前后两代乡下人的自觉选择与生活常态。 大规

模城乡人口转移，直接导致乡村空心化。 很长一个

时期以来，农村、农民、农业等“三农问题”成了全社

会的关注焦点。 作为社会生活的主流事件，“乡下

人进城”的话题，自然也成了当代文学创作的热门

题材。 正如有论者所言，“当下小说叙述中‘乡下人

进城’的书写，关涉到中国现代化语境中最广大的

个体生命的诸般复杂因素。 它对农村与都市之间人

的命运的表现，已成为当下小说叙述的亚主流表现

方式”①。 除了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孙惠芬的

《民工》、艾伟的《小姐们》等零星篇什外，更有像贾

平凹、李佩甫、尤凤伟等当代文坛重镇，以系列长篇

加以追踪叙述，令这一百年叙事母题更加醒豁，呈现

诸多变貌。

一、“乡下人进城”：母题与变貌

描写乡下人进城的作品，所观照的虽是乡下人

在城里的生活，某种意义上却是当代乡村叙事的自

然延续。 原因在于这批作品的旨归往往并不是都

市，而是乡下人进城后的命运遭际、折射的社会问题

以及所引发的思考，更多表现出他们难以融入城市

的生存状态。 那些进城者表面上看已是城里人，但
其思维方式、心理状态仍然带有深刻的乡村烙印。
作家们真正属意的并非当代都市生活，而是那些被

“抛”于都市的乡下人。 值得注意的是，进城第二代

农民工的身份归属早已模糊，他们几乎普遍缺乏乡

村经验，心态有别于父辈，称其为“农民”自然不准

确；而从身份、心态来看，他们又并非真正属于城市，
因而称其为“乡下人”似乎更准确。

作为一种叙事模式，百年来“乡下人进城”叙事

呈现诸多变貌，彰显不同的时代风貌与美学趣味。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批“进城者”，大多是富有理

想的乡土知识分子。 逃异乡、走异路，往往是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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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面对的大体相近的人生境遇，而逃离乡村后所

进入的异质性空间唯有近代城市。 对于乡村和都

市，在情感与理性上的悖谬，让他们身在都市心系乡

村。 于是，“侨寓者”的乡土回望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乡土小说”普遍采用的叙述姿态。 其时的城乡差

异，似乎还不足以让进城者感受到来自城市的严重

挤压，更多是在空间位移之后，对昔日所生活的乡村

拥有了一份理性观照，还有基于时序错置而生出的

情感眷顾。 ３０ 年代，老舍塑造了第一个进城乡下人

形象———祥子，《骆驼祥子》或许是最早、最完备的

“乡下人进城”叙事。 整体来看，祥子的悲剧在于进

城后无法适时调整自己，完成身份转换。 他无法祛

除乡下人的外在徽记，更难抹掉骨子里的农民特性，
始终不能成为北京城的“市民”，而只是一个 “游

民”②。 《骆驼祥子》完整呈现了祥子如何由“农民”
而“游民”，最终被城市“吃掉”的全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强化，很长一段

时期，城乡有着极其严格的区域分割。 农民被牢牢

附着在土地上，城乡间的人口流动极其微弱。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乡下人进城的活

动趋于活跃，文学创作上得到相应体现。 然而，高晓

声“陈奂生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陈奂生只是“进
城”进行一次诸如“卖油绳”之类的自发商业活动，
并非要在城里谋生存。 这一系列作品并不具备眼下

“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指向。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明显加剧。 与陈奂生们不同的是，第一、二代进城乡

下人早已不满足于跟城里人做一次出售农副产品的

简单交易，而是希望在城里落脚，实现自身价值。
“打工仔”们力图融入所在的城市，而非做新时代的

祥子。 但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却无情地让

众多打工者陷于困境。 生存环境恶化、找不到归属

感等，是众多进城乡下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

《出梁庄记》里，作家梁鸿以准社会学调查的方式，
呈现这一群体的面貌。 很大程度上，《出梁庄记》等
非虚构作品与尤凤伟《泥鳅》等小说构成了一种极

富说服力的互证关系。 回顾“乡下人进城”叙事，祥
子、高加林（路遥《人生》）、金狗（贾平凹《浮躁》）、
国瑞（尤凤伟《泥鳅》）、吴志鹏（李佩甫《生命册》）
等，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人物谱系。 他们各自不同的

人生经历，折射出百年来中国社会心理与时代面貌

的变迁。

在这些“乡下人进城”叙事的代表性作品中，李
佩甫的《城的灯》《生命册》别具特色，折射出作家在

对城市、乡村进行书写过程中，价值取向上的执着与

关于现代性的迷思。 在“文学豫军”中，李佩甫无疑

是最具实力的作家之一。 他将豫中平原作为自己的

文学领地，以众多的乡村叙事文本建构起一个带有

独特徽记的文学王国，传递其“中原声音”③。 其

中，以 长 篇 小 说 《 羊 的 门 》 （ １９９９ ）、 《 城 的 灯 》
（２００３）、《生命册》 （２０１２）组成的“平原三部曲”最

具代表性。 批评家程德培指出，李佩甫的绝大多数

长篇都共享着一种“两地书”的结构，即“乡土和城

市、昨日与今天、一群人的故事和一个人的命运彼此

交替运行，努力让时间呈现空间的图形，造就一种结

构上的历史现实”④。 这显然是对李佩甫长篇小说

创作切中肯綮的洞察，《城的灯》《生命册》便典型呈

现为这一城乡双线并进的结构模式。 小说的构成不

仅仅是个形式问题，当某种结构成为一种模式甚至

成规时，它实则凸显了作者深层的个人意识形态动

机。 这种被惯常使用的有意味的形式，或许就根源

于作家那城市是乡村的自然延续这一潜在认知，而
在“两地书”背后，显露出的是作家李佩甫内心所固

有的“城乡二元结构”。

二、城市诱惑与乡村乌托邦

谈及“平原三部曲”，李佩甫说《城的灯》 “写的

是‘逃离’，是对‘光’的追逐”⑤。 当然，主人公所要

“逃离”之地自然是乡村，“光”无疑是城市之光。 这

部小说让很多读者自然想到路遥的《人生》，只不过

随着时代的变迁，作家的价值立场亦在悄然发生变

化。 同样是进城乡下人，冯家昌早已不是高加林。
与高加林那离开黄土地进入城市、最终扑倒在黄土

地上的环形人生不同，在城市之光的诱导下，冯家昌

凭借自身的智慧与历练，由乡村到城市一路高歌猛

进地直道疾行。 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己所积累的

进城经验和人脉资源，将乡下众兄弟一个个“日弄”
进城市。

《城的灯》可以说是《人生》的反写。 两作相较，
面对城市之光，冯家昌和众兄弟的“趋光性”，与其

说源自对城市的向往，不如说前定于城乡二元对立

中，作家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明显差异。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到新世纪之初前后二十年光景，到底是什

么导致一个进城青年的身份迷失，什么因素使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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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乡价值取向上如此执着？ 这自然要归之于《城
的灯》所呈现的城市诱惑，以及李佩甫那动人的乡

村乌托邦想象。
在《城的灯》里，城乡二元结构首先表现为主人

公对乡村的“恨”。 冯家昌父亲年轻时由别处入赘

上梁村，被全村人称为“老姑夫”。 一家之主的外姓

人身份，让全家都处于乡村社会的边缘备受欺辱。
难以磨灭的童年经历给了冯家昌非同寻常的人生经

验和乡村记忆，那便是：冷漠、屈辱、贫困。 这生成于

贫困和屈辱之上的怨恨以至仇恨，让他渐渐丧失了

爱的能力，意识到要超越这一切，唯有对自己、对别

人发“狠”。 母亲死后，他和众兄弟没有鞋穿，便带

着他们用种种方式将脚板磨得“铁”起来，赤脚应对

寒暑，此举赢得了刘汉香的爱。 有论者认为，冯家昌

“接受刘汉香，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出于怨恨的报

复；因为她是上梁村的一枝花又是村长的女儿，得到

她就是对别人的一种报复”⑥。 此说或许言过其实，
但可以肯定的是，童年经历无疑给冯家昌埋下了逃

离乡村的动因；而他与刘汉香在草垛里那次最终被

现场“捉奸”的野合，却意外给他带来了好运。 形势

的逆转源于刘汉香对父亲的威胁，一手遮天的村长

不得不妥协，没有惩罚冯家昌，反倒将他送到部队，
希望他转干之后回来迎娶自己的宝贝女儿。 这是一

个关键性的转折，为了留在城市，冯家昌一心向上

爬，他身上最不缺的便是动力，因为其内心积累了那

么多的屈辱与怨恨。 他出身低贱，没什么输不起，什
么都做得出来。 其努力没有白费，在连队脱颖而出，
由普通战士一步步上升，调到机关大楼。 有了更高

平台，他继续坚持任劳任怨地付出，小心翼翼地伺候

首长，也得到了更大回报，顺利转干当上了军官。
只是，冯家昌一旦上了往上爬的战车便难以停

歇。 当初那转干只为迎娶刘汉香的动机亦随之改

变。 转干让他得以进城，而更宏大的计划是让弟弟

们也进城。 他从侯秘书等人那里学会了更多如何达

到目的的处世厚黑学。 冯家昌的部队经历，让读者

看到了一个乡下年轻人如何“向恶”、如何“坚忍”、
如何“吃苦”、如何“交心”，以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的处世哲学。 随着官场经验的积累，他最终将自己

“修炼”成一个正营级参谋，娶了市长的女儿，得到

了自己所想要的一切，脱胎换骨彻底洗掉了“乡下

人”身份。 在这一过程中所收获的喜悦与成就，早
已让他丧失道德底线，变得热衷于此道亦精于此道，

以在城里的获得来对抗、消磨在乡村曾有过的屈辱。
从乡村进入城市，事实上冯家昌所经受的屈辱

是双重的：他意欲摆脱乡村的屈辱而进入城市；而在

落脚城市的过程中，忍受屈辱同样是一种常态。 随

着与李冬冬“恋情”的发展，准岳母借机展开了对他

的考察。 小说细致呈现了冯家昌在这一过程中的心

理，概而言之即“把脸武装起来”。 而当他终于占有

了李冬冬的身体，却随即收获巨大的挫败感，说不清

是自己占领了城市，还是城市强暴了自己。 由此可

以看出，无论乡下女人刘汉香，还是城里女人李冬

冬，对于冯家昌来说都只是占有的对象，而不是爱的

对象。 他以对她们肉身的占有，而让自己超越贫穷

和乡下人身份所带来的屈辱与自卑。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贾平凹《浮躁》里金狗与城里女人石华的肉欲关

系，再次出现在一个 ２１ 世纪乡下人进城故事里，只
是冯家昌对李冬冬的“征服”似乎别具意味，让人有

难以释怀的龌龊感。
当冯家昌对菩萨般的姑娘刘汉香始乱终弃的消

息传回乡村，激起了村人的公愤。 他的父亲和四个

弟弟立即成了众矢之的。 冯父让四个儿子到城里试

图将冯家昌“捆”回来以息众怒，但具有戏剧性的

是，众兄弟找到大哥反被其说服，返乡之际认真听取

的却是这来自城市的“最高指示”：沉住气，别怕唾

沫。 离城的一刹那，老五突然对城里的“灯”有了惊

异的发现。 这一象征性的情节，凸显城市对乡村所

具有的巨大吸引与诱惑。 而此时的冯家昌，更意识

到乡村在自己离开的那一刻便回不去了。 在“城的

灯”的诱导下，他貌似超越了乡村的屈辱，却生生迷

失在城市里。 而且，他还把这种价值观传递给了众

兄弟，在其帮助下他们亦如同植物般都移入城市。
在冯家昌 ４５ 岁生日那天，大家聚在一起，想起了那

被逃离的家乡。 小说结尾，作者有意设置了一个冯

家众兄弟返乡迷途的情节，暗示他们那丧失来路、丧
失精神家园无法落定的无根状态。

如果说冯家昌的进城，凸显乡下人在城市诱惑

面前自我迷失的话，那么，其未婚妻刘汉香对乡村的

坚守，则传达出作者对乡村如何抗拒城市化、如何建

构自身的关切与思考。 只是，读者普遍质疑刘汉香

这一形象的合理性，对此李佩甫辩称“有人说刘汉

香假。 这是人心假的结果”⑦。 作家的创作意图与

文本的实际效果之间常常会存在悖谬，作家自认为

无可置疑的诚意并不一定能感动读者。 在李佩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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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刘汉香是相对于“城的灯”的“乡村之光”。 如果

说“城的灯”的诱惑源自物质，那么，乡村之光的指

引则来自类似刘汉香的精神感召。 在笔者看来，
《城的灯》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失败之作，究其根源就

在于刘汉香这一形象的虚幻。 这种虚幻，恰是由于

作家面对城乡两极，因情感和价值取向上的执着而

全然不顾事理、情理的逻辑所致。
那么，刘汉香到底是怎样一个形象？ 一言以蔽

之，她就是一个乡村圣母、道德标杆与理想的化身。
形成其身上诸种美好品德的根源，仍然是汉民族传

统伦理道德对女性形成的内在规约。 自爱上冯家昌

那一刻起，她就开始了自甘奉献的人生历程。 冯到

了部队，面对冯家父子的惨状，她不惜与父母决裂，
什么都不要地自己下“嫁”到冯家，任劳任怨地伺候

冯家父子，将一个破烂不堪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成
为一个无可挑剔的儿媳、嫂子。 面对繁重的劳作、清
贫的生活、无边的孤独，她的精神支柱就是冯家昌不

时从部队寄回的奖状，还有“等着我”三个字。 得知

冯家昌抛弃自己、在城里攀上高枝已另组家庭的消

息时，她拦下提枪找冯家父子算账的父亲和愤愤然

要为自己报仇的众乡亲，自己找到城里。 她原本是

要向那个始乱终弃的男人讨个说法，但城里的一番

体验让她立马改变了想法，理解了冯家昌的不易，决
定退出他的生活，不给他带去任何困扰。

不仅如此，小说对刘汉香进一步神圣化。 除了

道德的完美，她还有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冯家昌以

及城市带来的刺激，让刘汉香决定着手建构一个全

新的乡村。 她从父亲手里接过村长一职，带领村民

走上致富之路。 同时，也在思想、精神面貌和行为方

式上，让他们有了极大提升，乡村面貌也随之发生深

刻改观。 一切有如神助，月亮花最终种植成功，上梁

村的城镇化改造完成，随着外资的引进，上梁村被改

造成月亮镇，成了一个花卉集散地。 以制造美的方

式实现上梁村的城镇化，这无疑是作家个人乡村城

市化理念的投射，达成对“现代性的陷阱”的轻松规

避，这是一厢情愿的乡村乌托邦愿景。 然而，纯美往

往极其脆弱，小说最后写到了刘汉香的死亡，却又似

乎预示这一愿景的虚幻，不过，在这美的破灭过程

中，刘汉香那由人而“神”的终极进化得以完成。 在

一个漆黑的夜晚，邻村六个少年如同六头小兽窜进

上梁村绑架了刘汉香，逼她交出一百万。 面对无知、
邪恶而贪婪的孩子们，她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

是担心他们在犯罪之路上走得更远。 得不到想要

的，六头“小兽”不仅玷污了刘汉香的肉身，还将其

残忍杀害。 在刘汉香人生的最后时刻，作者完成了

对其从肉体到精神的绝美化与神圣化。 在临死之

际，她仍然重复着“谁来救救他们”，其死亡不觉成

了耶稣受难的翻版。 刘汉香死后，她本人成了传说、
神话，埋葬其肉身的香姑坟成了当地的一大景观。
小说结尾，冯氏四兄弟深夜返乡迷途，而不知眼前这

片灯火辉煌之地就是当年自己苦苦挣扎、倾力逃离

的上梁村。 等到天大亮，他们终于找到一直守着香

姑坟的老四，兄弟五人在刘汉香的墓碑前跪了下去。
至此，关于城市与乡村的“两地书”得以交集。

由此可见，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冯家昌和刘汉香

始终处于对立的极端。 通过这两个人物，作家的价

值立场亦昭然若揭：对城市进行某种程度的“污名

化”，对乡村则有一种显在的“乌托邦化”。 只是令

人不解的是，刘汉香何以具有纯净而高尚的心灵，以
及乡村改造的号召力？ 她又何以得到命运的垂青，
在“育花”事业上一帆风顺？ 这些推动小说发展的

关键因素缺乏现实依据，在小说中也没有合理的解

释，而仅仅是作者的主观赋予。 正因为如此，有论者

认为“刘汉香是一个伪神话，她的悲剧意义也颇值

得怀疑。 如何让神性写作走出恋土的阴影，真正不

离不弃地与大地结合在一起，是李佩甫必须认真思

考的问题”⑧。 作家赋予一个人物太多太过“美好”
的品质，令读者产生怀疑亦势所必然。 李佩甫所谓

“人心假”云云，实则体现了他在城乡立场上缺少理

性，小说招致众多批评也就在所难免。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城市化成为中国社会现代

性的一种表征。 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不是罪恶的渊

薮，乡村亦绝非理想的天堂。 近些年随着对乡村批

判性观照的出现，大量乡村叙事写出了乡村的空心

化甚至荒野化，伴随乡村破败的是道德沦丧。 因而，
李佩甫在书写乡村时某种程度上有失理性的执着自

然不可取，无论对于都市还是乡村，作家都需要理性

地看取，而不是一厢情愿地臆造与想象。 而在距

《城的灯》问世九年后的《生命册》里，同样是城乡

“两地书”，但作家的观照态度却分明有了变化。

三、背着土地行走的人

“平原三部曲”的写作用了 １２ 年，最终以长篇

小说《生命册》收官。 整体上看，这仍是一个“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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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城”的故事。 无论人物塑造还是叙事结构，《生
命册》都显示出作家的苦心经营。 跟《羊的门》 《城
的灯》相比，李佩甫自谓《生命册》 “更本土一点，我
写到了知识分子──这块土地上一个背着土地行走

的人，更多是写他的背景和土壤，写他五十年的心灵

史”⑨。 “背着土地行走”传达出李佩甫对笔下主人

公极为深切的理解，而从当代众多“农裔城籍”作家

的创作经验来看，这又似乎是进城乡下人的宿命。
《生命册》让李佩甫的生命经验和文学经验得到最

大限度地调动，确乎是其乡村叙事的集大成者。
这部小说以一个父母双亡，打小吃百家饭、喝百

家奶长大的苦孩子吴志鹏有了一番城市经历之后，
回忆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将城市经验和乡

村记忆纠结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别样的人生图景。
不同于以往，小说在结构上采用了更为明显的城乡

双线并置的叙事方式。 全书一共 １２ 章，奇数章写城

市，偶数章写乡村，始终有条不紊地并举推进，是城

乡“两地书”的极致呈现。 这种“花开两朵各表一

枝”的叙事方式貌似陈旧却也新鲜，就因为并置的

双线并非孤立，交集点就是吴志鹏这个人。 亦有人

更形象地称之为“坐标轴”式：城市和乡村分别是纵

轴和横轴，而坐标轴的交点便是“背着土地”，从乡

村进入城市的主人公⑩。
如此结构彰显出李佩甫意欲超越自己将城市和

乡村一同纳入观照视野的努力，但他仍然无法消解

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城乡二元对立”心结的规约。
具体表现在文字上便是，即便小说中分明存在两条

叙事线索，两者的篇幅并不悬殊，但其中的城市叙事

和乡村叙事给人的感受却判若云泥，具体表现为对

乡村无限亲近，对城市则存在难以入心的隔膜。
《城的灯》里也有城市描写，但浮光掠影不值得注

意；而《生命册》明显有用心观照城市的野心，只是

意图与结果之间的距离遥远。 虽然写了北京、上海、
深圳这些中国当下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一线城市，但
读者分明感觉作者实际无法进入城市生活的肌理，
只是以一种“他者的眼光”匆匆浏览一过。 即便篇

幅巨大，给人的印象却依然模糊。 官场权斗，商场资

本运作的惊心动魄，各色人物的欲望膨胀、精神堕落

等，这些原本组成都市生活具体层面的描写在小说

中不可谓不充分，但基本上并没有超出百年来作家

对都市的想象，因而缺乏新意。 相反，如老姑夫、梁
五方、春才、杜秋月、虫嫂等乡村人物所引出的乡村

往事却格外鲜活，如同一幅幅乡村“浮世绘”。
那么，《生命册》叙事上何以会出现如此偏颇

呢？ 答案就在于，小说仍然受制于作家固有的乡村

经验。 李佩甫虽然早已生活在城里，但其价值立场、
情感取向仍属于乡村。 不独李佩甫如此，当代“农
裔城籍”作家大抵如此，即便进城多年，亦难改变其

作为城市“他者”的心态，在观念层面仍是一个生活

在都市里的乡下人。 也正因为如此，沈从文、贾平凹

等人总是执拗地以“乡下人” “农民”自居。 《生命

册》里貌似城市生活的掺入，让乡村叙事难以纯粹，
但从内在肌理上看，小说因城市叙事的苍白无力，即
使篇幅巨大亦难以冲淡人们对那些乡村人物、故事

的印象。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类似《生命册》的乡

下人进城故事，实际上仍是乡村叙事。 既然所写的

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只要土地难以卸下永

远背在身上，那么，无论他在城里经历了什么、创造

了什么，他仍然并且永远是一个乡下人。 从某种意

义上看，吴志鹏亦是作者本人的一种象喻，一种人生

经验的主观投射———即便身处都市，李佩甫同样始

终是一个“背着土地写作”的作家。
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环境，亦无法抗拒属

于自己的命运。 很显然，吴志鹏所背负的是不能亦

无法放下的过去，那些先于自己而存在于生命中的

人们。 何况，他与别人不同，他是一个孤儿，在乡亲

们的拉扯下长大。 而在无梁村的乡亲们看来，进城

意味着发财，意味着当官，意味着可以解决任何问

题，而无从理解一个乡下人作为一粒“种子”、一个

“楔子”飘进或挤进城市后的渺小与卑微。 城乡之

间的巨大隔膜，导致乡村世界对进城者生出不可理

喻的想象，而这根源于城乡二元结构中，乡村始终过

于弱势。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拆除了与城市最初的壁障，

吴志鹏原本可以按照一般大学老师的生活方式，从
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一阶一阶“混”下去。
但这一厢情愿的人生设想很快就被打破。 无梁村乡

亲络绎不绝地找来，诉求五花八门：升学、看病、借
钱、寻人等。 他不能拒绝每一个求助者，帮不上忙便

心里不安。 他只好求人、借钱，直至在单位再也无法

待下去，这才意识到老姑夫救了自己也害了自己，土
地成了他难以背负的重担。 他被那望不到尽头的人

情债，亦即所“背负的土地”逼入了绝境不得不离

开，意欲躲到一个无梁村人找不到的地方，卸下所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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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的一切，开始新的生活。
吴志鹏到了北京，成了千千万万“北漂”中的一

个，在骆驼（骆国栋）的带领下，在暗无天日的地下

室里当了几个月的“枪手”攒出一本畅销书，掘到了

“第一桶金”。 此后，他跟骆驼分别南下上海、深圳，
利用手里的钱炒股，并迅速发迹，积累了大量资本。
然而，在后来资本运作的过程中，他目睹骆驼被金钱

异化、心灵完全物化的过程，开始厌倦这样的生活，
跟骆驼之间的价值观冲突也越来越激烈。 跟那些在

金钱面前迷失自我的暴发户一样，骆驼最终走上了

一条不归路，从十八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一

个在官场，一个在商场，骆驼似乎是又一个冯家昌，
经受过极端的穷困，受城市诱惑并在城市里迷失自

己，只不过骆驼走得更远。 跟骆驼相比，吴志鹏的救

赎虽然迟来，但毕竟来了，他出了一场车祸，失去一

只眼睛，捡回一条命，一个人待在医院里，才有机会

对自己五十年来的人生进行回望与检省。
《生命册》里的城市叙事之所以浮泛难以让人

留下印象，就在于骆驼所经历的一切实在没有什么

新意。 李佩甫也完全落入了人们惯常想象城市的窠

臼，金钱、美女、贪腐、欲望、权谋等，都是不可或缺的

元素。 小说中财富的积累又如同魔法施演，显得过

于容易、巧合，人物形象概念化、平面化。 中国的城

市文学素来虚弱，《生命册》里的城市叙事亦打上了

这一印记。 即便是作者极力刻画的人物———骆驼，
也是符号化的象征功能大于实际意义，并不能给读

者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
商场上叱咤风云的骆驼来自大西北，只有一只

胳膊，还是个罗锅儿，但这样一个残疾人却在商场、
情场上游刃有余，无论挣钱还是征服女人无不所向

披靡，所凭的只是脑子活泛。 很大程度上，他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浮躁时代的表征：欲望泛滥，灵魂

和肉体却先天残缺。 膨胀的欲望让骆驼变成了一个

特别能“搞”的人，以放弃道德底线来应对社会的无

序，最终走向幻灭自是必然。 吴志鹏对这段经历的

回顾，潜在地传达出对城市的控诉。 如果在一个价

值取向正常，有秩序、有规则的社会里，以骆驼的才

华或许可以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在与骆驼的交往

中，吴志鹏之所以有自己坚守的底线，并实现对自身

迟来的救赎，就在于他是一个有根的人，一个背着土

地行走的人。 无论漂到哪里，无梁村始终是他的根。
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牵绊，是乡村经历对一个人的

拖拽，当然也是救赎。
与城市叙事主要聚焦于骆驼的金钱人生不同，

《生命册》里与之对举的乡村叙事，采用了《水浒传》
式的结构模式，每章着力叙述一个乡村人物并彼此

勾连，组成一个乡村人物群像和一系列乡村往事。
老姑夫、梁五方、春才、虫嫂等人在纸上站立起来，他
们的形象几可触摸，他们的苦难令人唏嘘。 这些人

的喜怒哀乐形成了乡村的歌哭。 基于作者对于乡村

生活的熟稔，读者似乎能感受到乡村的空气、泥土、
沙尘还有各种植物的气息。 这是一个与城市完全不

同的生存空间，一旦回到这个世界，李佩甫便笔触活

泛，表达自如，想象新奇。 城市叙事与乡村叙事就这

样并存于同一个文本里。 作家对前者的生疏隔膜，
与后者的亲密无间，竟是如此泾渭分明。 只要土地

背在身上，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是“农民”。 对于那

些乡村经验已然融入骨血的进城乡下人来说，他们

永远“生活在别处”。 无论作家李佩甫本人还是文

学形象吴志鹏，乡村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进城之后的

回望。
在吴志鹏的回忆里，乡村叙事主要由老姑夫、梁

五方、春才、虫嫂等一个个乡亲的人生故事组成絮絮

道来。 在空间位移和时序错置的双重作用下，这些

乡村人物非但没有模糊，反而因他们早已成了吴志

鹏生命中的一部分，而在五十多年之后更加鲜明。
李佩甫笔下的每个乡村人物都在讲述一个动人的好

故事，而众多的普通人就组成了这样一部 “生命

册”。 这些由一个个乡村人物的人生经历组成的乡

村叙事，跟以骆驼的金钱人生为表征的城市叙事合

起来便是《生命册》的全部。 只是，正如有论者所认

为的那样，“对李佩甫而言，《生命册》的城市叙事包

裹了故乡人的命运，而乡村叙事又演绎了现代性的

嘴脸，它们是彼此依存、难以割舍的充满了自身矛盾

的整体”􀃊􀁉􀁓。 所谓乡村叙事演绎了现代性的嘴脸云

云，或许意指无梁村如同城市化进程中的所有乡村

一样，都不可避免地掉入了现代性的陷阱。
《生命册》里，当伤眼拆线后，吴志鹏变成了一

个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人，在夜深人静的病房

里，他听见来自故乡的呼唤。 这似乎也是大多数乡

下人进城叙事里类同的情节。 作者随即以一连串的

“我怀念”为开头，开始那难以遏抑的抒情，作者以

饱满的情绪再现童年的无梁村：土地、气息、牲畜、人
物，还有那说不清的况味。 然而，小说结尾当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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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无梁村，却发现一切早已不是想象中的模样，曾
经熟悉的乡村变得无比陌生，并显出明显的荒野气

息。 现代性的陷阱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生活在当下

的我们，似乎注定都要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一

如《高老庄》，《生命册》同样以“也许，我真的回不来

了”作为结尾。 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有一天却

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那片土地的时候，其内心的

复杂自然非旁人所能了解。 一个人的故乡往往在离

开的一刹那便永远失去，这似乎是进城乡下人的宿

命，《生命册》极其醒豁地传递出了这一切。

四、结语

因“乡下人进城”这一社会现象而引起的文学

观照，进而形成“两地书”的书写模式，较为深刻地

凸显了书写者内心深处那无法消释的城乡二元对立

的价值与情感取向。 不独河南作家李佩甫如此，在
当代许多有着深刻乡村经验而又生活在城市里的作

家那里，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 只是，在李佩甫的

写作里，这一价值取向显得如此执着、不可动摇，甚
至彰显理性的迷失。 从《城的灯》到《生命册》前后

十多年的跨度，作家对故事的讲述方式发生了诸般

变化，对城乡人事格局也有了不一样的表现，文本面

貌亦随之有了新变，但其骨子里那不可改易的东西

一仍其旧：对乡村的书写充满了乌托邦冲动，而对于

城市的表现则有不可遏抑的“恶托邦”化。 对于“乡
下人进城”这一母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

的现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李佩甫的执着亦凸显出作

家在当下语境里，追寻精神家园，以及为现代人寻找

救赎可能的不懈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李佩甫是当

代文坛卓然有成的作家，城乡两地书的书写姿态，自
然让人看到新世纪以来乡村叙事的困境。 如何达成

对乡村和城市的理性观照，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超

越关于城市与乡村的情理悖谬，或许是破解这一困

局的首要选择，只有回归理性，才能让这一叙事母题

拥有更大的格局，从而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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